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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修目的

馬總統自97年就任後提出「活路外交」政策，指示我援外工作須符合「目的正當、程序合法、執行有效」之原則，爰外交部以「進步夥伴、永續發展」為政策主軸，建立專業、負責之援助模式，以提昇援助效益，並積極落實我援外政策之目標，使我援外策略及作法更臻法制化、專業化、透明化及多元化。
於2009年5月公布我國首部援外白皮書、2010年6月「國際合作發展法」公告施行，2011年12月國合法規定之六項處理辦法公布施行，確立法源基礎。為順應國際開發援助潮流，本部參酌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建立對外國際合作之整體架構並依循OECD「巴黎援助成效宣言」（Paris Declaration on Aid Effectiveness）調整援助模式，強調計畫導向及成果導向的援外管理方式。
身為外交部執行及管理援外工作的一員，深感自身能力與知識的不足，每每在參考國際倡議時，充滿各種疑問。台灣政治的獨特性，讓我們援外自成一格，雖有效益，但在國際場域中，台灣的援外成果又是被如何評價?其它援助大國又是如何處理管理上的問題呢? 
適外交部中高階主管進修計畫提供本人難得的進修機會，所以選擇前往比利時攻讀安特衛普大學發展政策管理碩士，並針對管理我國援外計畫的任務需求，選修發展評估與管理組。
2、 進修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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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特衛普大學位於比利時北部的第二大城，是個相當年輕的大學，它的前身是三個著名的學院UFSIA (Universitaire Faculteiten Sint-Ignatius Antwerpen)、RUCA (Rijksuniversitair Centrum Antwerpen) 及UIA (Universitaire Instelling Antwerpen)。於2003年才正式合併而成為今日的安特衛普大學。UA學風開放，鼓勵學子獨立學習思考，全校有約兩萬名學生，其中13%是國際學生。其2013年國際排名，在校齡50年以內的大學間排名第13名。每年發表超過3500篇學術文章，為法蘭德斯地區(比利時荷語區)之最，占地區總量約25%。
發展政策與管理研究中心Th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Policy and Management (IOB) 是安特衛普大學下屬的研究機構，共開設三個碩士學程及博士學程。該中心學術與實務經驗並重，絕大多數的教授都具有實際在開發中國家執行開發合作計畫，或執行開發計畫績效評估，而所招收學生也均需具備3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本人所攻讀的學程需時13個月。自2012年九月上旬開始，共分4個學程，總學分72學分‧
在2005年以前，此學程係兩年期，近幾年方改為一年內完成，課程緊湊，每門學科學生均須進行一至數次小組討論、做課堂簡報以及筆試、報告等測驗，課業量壓力頗大。歷年能在一年期限內順利取得學位者比例約七成至八成，教學嚴謹。而在正規課程外，考量學生基礎學科程度不一，學校在進行各項基礎學科能力測驗後，如總體經濟學、統計學、學術英語寫作及STATA、excel應用工具等，針對程度較差同學提供加強課程。

以下分就研習學科略述課程內容:
(1) 第一學程: 2012年9月上旬至12月

量化資料分析(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課程(開學前已要求完成9小時線上教學)需要數學及統計觀念及技巧。

研究方法論(Research in Development Context):教授發展研究領域中各種不同方法論，從實證主義到社會建構主義的各學派理論主張，並分析其優缺點及適用研究領域。
訪談理論技巧(People as Informant):針對發展計畫執行或發展相關研究中，田野調查中所需之訪談技巧，並分析各種學派主張及適用。
貧窮與不平等( Poverty and Inequality ): 從哲學的角度探討何謂貧窮、何謂不平等，並辯證第三者介入之必要性及正當性。由系主任授課，運用各種統計及分析實例，帶領抽象的哲學思考，深入淺出，受益頗多。
政治與發展(Politics of Development):強調政治在發展中的角色，從世界銀行的資料及各相關學術研究中，分析政府良治、民主政府的必要性及與國家發展的關連性，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佐以半世紀以來成功發展國家實例，引導同學交叉討論，打破許多傳統迷思，加上來自各國同學發表不同觀點，頗引人深思。
經濟與制度化發展(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以經濟學角度探討發展的衡量指標為何? GDP的實質意義?經濟與國家發展的關連性?援助對開發中國家發展百利而無一害? 

參與式研究與發展方法(Paritcipatory Research & Development Method): 介紹社會建構主義學派的研究方法論，藉由受援者參與及互動，共同擬定發展目標及方法或進行研究，強調受援者才是解決自身發展問題的主體，援助者或研究者只是facilitator。課程並介紹許多實用的參與工具，並讓學生實際體驗，對未來進行田野調查頗具實益。
(2) 第二學程:2013年元月至3月

研究資料蒐集及分析( Working with Data): 本課程訓練學生擷取並運用各國際組織資料庫，並以excel為工具進行分析並繪製各類圖表。課程進行以實際操作為主，給每位學生實際的家戶普查所得統計資料(1,200筆)需據以完成各項分析及評估，並與學生所屬國家及區域平均數據進行比較，並撰寫比較分析報告。實際判讀資料為本科目最大的挑戰與收穫，除瞭解不同指標數字背後的意義，也明白其分析方法之盲點。對未來研讀援外相關報告可有更深層理解，也學習到如何自行運用初級資料做深入分析。
經濟與制度化發展(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以經濟學角度探討發展的衡量指標，廣就當前各家經濟學派分析理論予以介紹並分析其利弊。從傳統所得、消費等貨幣衡量、到人口結構、社會資本，乃至地理及天然環境等因素對國家發展的影響及各家學說主張一一進行討論。可做為進入專題研究前的基礎導論，也進一步了解當前各派理論在不同時空環境下是否仍然試用，對分析實際案例頗有助益。
發展成效(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國際社會投入開發援助已近一甲子，惟成效迄今仍甚受質疑。若干總體經濟學家指出外援並未幫助受援國家脫困，許多低度開發國的購買力平價GDP甚至較受援前為低。檢討援助效益聲浪在巴黎有效援助宣言中有效凝聚共識，並訂立各項原則及指標。但是許多的問題，如:代理人關係(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逆向淘汰(adverse selection)及道德風險(moral hazard)等結構性弱點，使得援助政策、合作計畫設計與執行都不能達致目標。本門課側重結構主義的理論，並運用瑞典援外機構的相關文件，讓我們瞭解這些問題之普遍性及威脅。此學派之研究多與我個人觀察經驗相符，誘發我深入探討這些問題的動機，在學程論文中即以此為題。
發展工作的監督與評估(Development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本門課介紹監督與評估之基本特性，並比較各種監督評估機制的設計之優缺點，針對不同機關需求、計畫特性及可投入資源採用不同機制。教授極為重視監督評估之實用性，除課堂間討論各國實際案例外，測驗也是要求學生依據實際監督評估計畫進行檢討，並研擬改進方案，極為實際並具挑戰性。
比較研究方法及案例研究(Comparative Methods and Case Studies): 本學科旨在協助學生定位個別研究計畫所需之理論架構及方法，強調研究學術與實用價值並重，並透過小組討論相互詰問，協助學生發現自身研究計畫之闕漏，逐步建構完整研究計畫。
成本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 & Cost Effective Analysis): 本學科從經濟效益角度分析援助效益，並介紹貼現率、通貨膨脹率及其他貨幣因素如何影響成本分析。此外，針對受援國的經濟環境，探討如何運用影子匯率及影子工資以真實反應社會成本。
CBE常因資料取得困難或是資訊無法量化的而有所侷限，CEA可帶位做為政策分析及設定優先順序的有效工具。學習過程中發現，CBA固然可做為政府政策規劃參考及在國會護衛預算的支持文件，但是所需資料龐大且須相當專業知識，就本部現況而言，有執行上的困難，但CEA可做為援助計畫優先性的評量工具，尤其是醫療援外計畫規劃之分析工具，應具相當實益。
第二學程報告(End of Module Paper II): 每位學生均需提交八千字報告，自行擇定題目與指導教授，於三月中提交書面及進行公開口頭報告，並由多位教授口試。 

我擇定的研究題目為「如何運用監督與評估系統解決援助國的負面動機問題」(The perverse incentive problem of development aid in donor country: Can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be one of the solutions?) 在此報告中我試圖釐清援助國內主管援外政策及執行援助計畫的機關組織的結構性問題，負面動機如何在這種結構中產生。此外分析監督評估機制的特性與限制，並模擬援外體系中，倘導入監督機制，不同角色扮演者之可能反應，並進一步討論監督機制有無可能解決負面動機的困境。
(3) 第三學程:2013年4月至5月
發展援助的經濟及政治(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Aid): 本門課程分從經濟面及政治面分析開發援助對受援國的影響。經濟面分析先從外援途徑及其衡量尺度做基礎介紹，接續探討外援與國家發展的相關性，討論援外行為是否會造成受援國的依賴性，阻礙其國家發展; 進而分析受援國及援助國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如何影響援助效益。另外，大量外援資金流入受援國，可能會巨幅影響受援國的貨幣及市場價格，貨幣升值影響出口競爭力、通膨衝擊人民實質購買力都是外援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從政治面分析援外，援助國援外對象和援助型態都是高度政治考量的產物。從地緣政治、前宗主國考量、到援外的集體行為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都影響援外決策及結果。此門課程訓練學生從總體政治、經濟角度分析援助國與受援國關係及援外效益，並以實際案例分析來驗證理論，讓學生了解實際情勢的複雜性，而課堂上非洲、亞洲及歐洲同學分就援助國及受援國角色提供自身經驗提供個人觀察及意見， 交叉辯論及深入討論援外的困境發展，收穫極大。
發展工作的監督與評估(Development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本門課延續上一學程內容，介紹整合評估(Meta-evaluation)及各家評估標準，本門課程側重實例分析，教授介紹各主要國際常用評估準則及標準，分析個別標準優劣利弊，並讓學生實際用以評估若干評估報告，以及評估不同國家的監督與評估體系，極為實際並具挑戰性。
發展治理(Governing for Development): 本門課針對選課學生興趣選定脆弱國家(fragile states)、地方分權、援外組織結構性問題及全球環境管理等議題對發展援助的影響及各家學說主張一一進行討論。
第三學程報告(End of Module Paper III): 每位學生均需提交八千字報告，自行擇定題目與指導教授，於五月中提交書面及五月底口頭報告，並由多位教授口試。 

我擇定的研究題目為「新興援助國監督與評估系統分析: 以韓國為例」(Analysis of the Foreign Aid Evaluation System of a New Emerging Donor Country: A Case Study of Republic of Korea) 

有鑒於許多新興經濟體紛紛在國際發展合作領域辦理日漸重要的角色，而韓國可謂受援國轉型的成功典範，不僅脫離國際援助，並於2009年底躋身OECD/DAC (人稱援助國俱樂部)的一員。在此報告中我試圖釐清其快速崛起原因是否與其全套接受DAC現有發展管理架構有關，並運用DAC訂定的發展援助評估標準分析韓國的援外評估體系，並進一步就韓國的案例，探討其發展模式可否做為其他新興援助國仿效典範，而傳統西方援助國應該如何與新興國建立合作關係，以共同促進開發中國家的發展。

(4) 第四學程:2013年6月至9月

則為撰寫論文，由學生與其指導教授一對一互動，針對學生論文研究主題予以個別指導，倘有進行田野調查之必要，校方依學生申請書擇優補助部分機票款。論文口試指導教授邀集2至4位口試委員共同審查評分，全系同學旁聽，每位學生須準備15分鐘Power Point簡報，15分鐘應答。
我擇定新興援助國的援外評估機制做為研究主題，以做為我國健全援外評估機制之借鏡。最後擇定與我政經文化背景相仿之韓國為研究對象，並以OECD援外體系準則做為台韓比較標準。
3、 進修心得

安特衛普大學發展政策中心(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Policy and Management)所開設的Master in Development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教學頗為嚴謹，教授除在學術上有所專精，也實際執行開發援助計畫或評估工作，尤其對中美洲及中非、東非有深入研究，在學術理論外往往佐以實際操作經驗，非常切合實用。班上同學多為政府官員及國際組織工作人員，大多具相當豐富援外(或受援)經驗，學習目標也同為實務操作，課堂內外交流均甚能激盪出火花，相互協助，一同學習成長。

我所屬之發展評估與管理班(Development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更細分為國家體制(National Institution)及地方體制(Local Institution)兩組，分別針對全國性或地方性角度，深入探討促進國家發展的各種政策及計畫途徑。國家體制班強調實際案例分析，並訓練學生運用各種資料分析工具及衡量標準，藉以客觀且深入評估援助政策及計畫。學習當中，得有機會了解當前國際開發援助主流議題及針對提升援助效益所研提之各項倡議。台灣因其特殊國際處境，無法將其它援助國的援外模式照單全收，但是仍有許多共通的課題是值得台灣取經與借鏡。
研習過程中，與同學的密切互動與交換意見是收穫最大的部份，諸多議題，同學們在共同的知識基礎上，因為不同國家文化背景及工作經驗，交流分享中，得以相互學習，相互成長，而也能在書本的理論之外，知道受援國政府及人民最真切的需求及想法，而援助國內部算計及困難也得以傳達到受援國，橫跨歐亞美非四大洲、富國窮國、援助者受援者之間遙遠的地理距離，都在課堂內外瞬間縮短為並肩比鄰聲息相聞地靠近。
以下列舉幾個較讓人印象深刻的核心辯論議題略述:
(1) 援外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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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西方援助國的援助精神是基於分享與社會公義的的精神，讓能力較佳的國家，將其資源與開發中國家分享，以協助受援國改善國家基礎建設，創造國家發展條件。 典型代表為哥倫比亞大學薩吉教授(Jeffrey Sachs)所提倡的「Big Push—the end of poverty」
，薩奇教授認為，許多低度開發國家已經陷入「貧窮陷阱」(Poverty Trap)，以家庭來說，極度貧窮的家庭因無力負擔最基礎的營養、醫療及教育支出，使得這些家庭成員缺乏專業訓練，容易淪為無技術的廉價勞工，而且亦因低下的健康狀態，成為疾病及意外的高危險群。這樣永劫回歸的惡性循環，就是薩奇教授試圖打破的「貧窮陷阱」。薩奇教授的理論頗為傳統援助者認同，自2006年起他推動的「千禧年村計劃」(millennium village project)投注1.5億美元在非洲14個地區推行。
這樣的論點卻是不為非洲同學們所認同。
非洲新秀學者Dambisa Moyo提出「致命援助」(Dead aid)的全然對立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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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yo認為，在過去的50年間全球共有超過1萬億美元的援助款流入非洲，但是巨額的援助不但沒有讓非洲脫離困境，反而讓更多的非洲人陷入貧窮，不僅與已開發國的差異日劇，而且高度依賴已開發國家的金援。Moyo指出，援助的本質讓正常的市場機制失靈，讓人民喪失問責政府的基本權利，更讓受援國政府貪污腐敗大行其道。
課堂間同學熱烈的討論中，亞洲及歐洲的同學多傾向薩奇教授的觀點，認為援助仍有其必要性，倘受援國能夠發揮其智慧，妥慎運用援助資源，可以幫助國家在較短期間內迅速發展，台灣、韓國及越南即為成功案例。
當然同學們也都承認，亞洲的成功經驗無法在非洲複製，台灣與韓國成功的條件不僅僅是相對清廉有為的政府，還有冷戰的時空背景下，國、內外氛圍容許強人政府在有限民主的統治下，強勢主導政經發展政策，讓外來的援助可以極為有效率地轉化成為國家基礎建設，全面性地改善經濟體質。而國內種族文化單純，沒有長時間的內戰，重視教育的儒家文化等等因素，也讓台、韓得以成為少數在短時間內由受援國轉型成為援助國的成功案例。
非洲同學則多屬支持Moyo觀點。尤其是來自烏干達、象牙海岸等國家的同學，其切身感受外援讓自己的國家高度依賴歐美援助國。同學們分享其個人觀察，認為受援國人民普遍不珍惜援助計畫的資源，因為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windfall gain)，學生任意破壞教材、校舍器材，社區居民不珍惜使用外援建造的公共設施。
在政府方面，政府則因為政府預算並非來自納稅人，毋需向人民負責，政府普遍不在意所提供的公共服務是否符合人民所需，只在意是否滿足援助國的稽核項目及標準。政府也不在意國內的施政滿意度如何，只在意如何加強與歐美大國政商關係，以爭取更多援款，政府甚至蓄意讓國家的發展程度停滯在極低的狀態，以便留在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名單中，繼續享有高額外援及其他優惠待遇。
在象牙海岸財政部服務的同學，更以其國家實例說明，擺脫外援才是非洲國家自立的根本作法。象牙海岸2002的內戰讓歐洲各國質疑其政權合法性，進而凍結對該國援助款，因頓失奧援，象國政府開始加強整頓稅務及國營事業，在短短數年內，政府收入倍增，而且在勵精圖治下，過去10年經濟成長率均在10%上下。
不可諱言，援外向為大國用以強化其國家影響力的政治工具，而對於財政困窘的受援國而言，包裝著人道與利他糖衣的國際開發援助，內含的是致命毒藥?還是強身健體的補藥?似乎迄無人能下定論。
(2) 援助效益不彰?援助國內部的行政障礙。
身為台灣援外工作的一員，往往感嘆行政系統的層層羈絆，讓援外的效益大打折扣。在研習期間發現，許多在OECD名列前矛的援外模範大國也深受內部執行效率不佳所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Elinor Ostrom 為瑞典援外組織完成的一項研究計畫(Aid, Incentives, and Sustainability)中詳實的闡述的援助國內部，特別是政府公務體系內部經常面對負面動機(Perverse Incentive Problems)的威脅。

瑞典國際開發署清楚地意識到，要確保援助計畫的成效，不光是要從計劃執行的所在地去改善，也要從援助國內部檢視。傳統的援助計畫循環週期，往往是先進的處於上位的援助國，單方面設想處於下位、落後的開發中國家可能的需求，並據以設計規劃。早年成效檢討多聚焦在受援國內部貪腐或是當地執行人員能力不足等問題；嗣後，尊重在地智慧，由當地受援者自己發掘需求及解決方案，進而自主管理，成為新一波援助改革的重點。近來，愈來愈多援助者主動拿下「指導者」、「優越者」的光環，積極檢討自身內部問題。
Ostrom 與其他學者認為，政府的援外績效不佳，通常並非決策者缺乏充足的知識與資源，而是其委託執行者的負面動機造成。負面動機的問題主要可以區分為動機問題以及資訊問題兩大類。
資訊問題包括
1.「代理人困境」(Principal agent problem/dilemma) 

委託人代理人的關係是由契約明確規範代理人應該做什麼事情，相對地，委託人要給予代理人何種報酬。代理人的投機心理，代理人未必忠於委託人之意旨與利益。而政府的開發援助案的執行更是有多重的未脫人代理人關係(政府委託給官方援外機構，援外機構委託給當地執行機構，當地執行機構委託司人承包商執行)。
委託人與代理人間有著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 or missing information) 的現象。代理人擁有各種資訊，但委託人可能因為忙碌而無暇時刻監督，所以導致雙方資訊不對稱，委託人往往面臨資訊不足的情況，而無從掌握計畫執行績效。
2、 道德危機Moral hazard：
代理人的投機或自利行為，不只是不盡力為委託人目標努力，甚至想將轉而用以追求自身利益。在執行援外時，代理人與委託人所追求的目標不同：委託人計畫目標可能是提升受益者福祉，或是提高援助國在當地的正面形象，而代理人可能只想追求自己單獨個別的利益，如減少付出成本及勞力(如:公務員偷懶怠惰，當地執行機構只想提升自己在當地能見度，或是承包廠商只圖自己商業利益)，而不會為委託人盡全力。而代理人利用委託人資訊不足的情況，而逃避自己應盡的義務，甚至將資源移作他用。
3.逆向選擇(dverse selection)

「逆向選擇」是經濟學上一個有名的定律，其實就是「劣幣驅逐良幣」。劣幣驅逐良幣說的是在鑄幣流通的時代，成色良劣的鑄幣同時在市場上流通，良幣往往會被人們收藏起來，久而久之，良幣的流通就會越來越少，最後市面上流通的便只剩下劣幣。
以政府採購招標的機制來說，來投標的廠商往往比政府更了解商品品質，由於政府採用低價得標的機制，期盼節約政府開支。但是價格低了，擁有較高品質的廠商當然不願削價出售，他們可能會因此而退出競標不賣了，於是就只剩下次級品來投標。這樣的話，下次政府採購時的預期底價就更低了。週而復始，最後造成優值廠商不參予政府採購的標案。
4. 訊息發送問題(Signaling problem)

在行政體系中，如何獎勵傑出認真的工作人員，懲罰績效不佳的工作人員是提高員工正向動機的方法之ㄧ，但是如何發掘員工真正表現則是有其困難之處。因為大多數員工認為，如果太過明顯展示自己能力及表現，可能会造成其他同仁的側目或排擠。但如果太謙虚，又可能會被忽視而錯失在晋升機會。
在負面動機方面，援助國則有兩種困境，讓執行者缺乏努力執行的動力
1.公共財困境(Public goods dilemma )

公共財 (Public goods) 是一種集體消費財，一旦這種財貨被提供，任何人都可以均等的享有，個人的消費也不能減少他人對此財貨的消費。公共財同時也具有「不可排他性」(non-exclusiveness)，表示該財貨一旦被提供，就可以由多人同時消費，而且不能禁止別人免費享用該財貨。例如，陽光，空氣，淡水老街。由於公共財的無法排他，公共財的提供往往無法達到有效率的境界。也因為價格機制無法有效的運作，因而導致某些人可以坐享其成。這也就是公共財理論中常會提及的「搭便車」的問題。
執行援外計畫，績效評核是非常關鍵而艱難的工作。績效評核的關鍵在於執行前及執行後基礎資料的搜集以及系統性的分析工作。由於援外績效評估報告相當程度可被視為一種公共財，一旦某一個援助國投入某領域的績效評估，那其他援助國就可以無償的得到資訊，這樣搭便車的心理，讓援助國多期盼由其他國家進行基礎調查，而不自己進行。
2. 共同池塘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s)
援助國內部因為國家總預算有限，因此各部會間競逐預算時，援外預算成為共同池塘資源，因此，而不同部門或援外機關若因為競逐預算而缺乏協調及統整，往往會造成援助效益的低落。
若把前述種種負面動機的成因套用在我國的援外體系中來做比對，應不難發現資訊問題是最普遍而顯著的問題。業務承辦人(代理人)掌握充分的資訊，但往往刻意的報喜不到憂，或是選擇性地址呈現有利於自己的特定資訊。在層層篩選之後，政策決策者往往是資訊最不足的，因錯估現實狀況，而造成績效不佳。道德危機則普遍發生在承辦人為求自身利益(考績、升遷機會，或是減少付出心力)而刻意降低計畫目標，或是選擇較易達成之計畫目標，在援外計畫的選擇或設計上，也傾向與較好合作或易有成效的對象，而非最需要協助的對象。在承辦機關方面，當地的NGO組織可能會運用我方援助資源，用以加強自己知名度及建立與當地政府關係，而非專注於計劃推行。而承包廠商(如工程建商或貨品供應商)更是經常發生道德危機，在不易檢驗品質的情況下，提供劣質的服務或產品，以謀取不當利益。
面對資訊不足以及受委託的代理人可能的道德危機，許多學者提出各種解決方案，其中最廣為認同的是強化監督，以獲取更多資訊，預防屬下或廠商蓄意欺瞞，另外建立考核制度，而且要有明確的懲罰機制，可以嚇阻不當的行為Rauchhaus, R. W. (2009:881)。而Clements ( et al., 2008) 也認為，近幾十年來國際開發合作普遍績效不彰的原因之ㄧ，就是績效考核的工作始終未能真切落實，而讓層層的行政及執行機關有了可乘之機。Miller, 2005 :217-218) 和Scholz (1991)則提出政府管理時應與下屬懇切溝通，因為公務員或官方援助機構的工作人員職務變動或離職比例相對較少，可以建立共同努力目標，以職務升遷及長期績效獎勵，減少下屬缺乏工作動力的情形發生。
至於採購「劣幣趨逐良幣」逆向淘汰的現象，學者David Zetland (2010)建議減少層層發包的情形，可降低轉包的成本。在品質管控上，改以「最有利標」取代「最低標」可有效吸引優質廠商及產品投標，此外，建立績優廠商名單，積極查核投標廠商過去承包案紀錄，也可以確保採購品質。
瑞典向為援助國的典範，其意識到自身負面動繼，進而試圖減低負面動機所造成的問題，再度確認瑞典為負責任援助者，且為國際開發合作之先趨者。
(3) 國際開發援助先天限制---不完整的回饋圈( broken feedback loop)
政府的公權力來自於公民的授權，政府收取並管理公民繳納的稅金，因此必須接受全民監督，並且為管理公共資源的成果負責任。這樣看似天經地義的授權--監督—反饋的循環，在國際開發援助的執行上，確因為跨國界、跨政府的本質，造成成效監督與反饋的機制無法有效運作。
國際開發援助是用援助國的政府預算，來幫助外國的政府或人民，因此納稅人無法清楚得知其繳納的稅金是否備有效率的執行，亦無法得知投注的計畫是否達到預期效益。而受惠的人民，因為並非繳稅的公民，他們自認無權批評所得到的幫助，而且因為懼怕得罪援助者，未來可能的資源因而中斷，因而總是給予溢美之詞(desirable answer)。計畫執行單位為了美化自己的績效，多傾向粉飾計畫成果，計畫的績效報告可能與現實著有落差。受援國政府官員為了合理化自己預算支出的合理性及有效性，也會採用高過實質績效的說詞向國會報告。
「付費者」與「使用者」分屬不同族群，且不同國籍，因而無法充分監督政府，而給予政府--資源管理者運用資訊落差，規避責任。這種反饋系統的缺陷，正是國際開發合作的本質上的致命傷。因此，強化監督與評估機制，讓資訊可以較為完整的傳送到「付費者」，便成了確保援助效益的重要關鍵。

(4) 台灣與韓國的比較
為配合本部業務需求，我擇定新興援助國的援外評估機制做為研究主題，以做為我國健全援外評估機制之借鏡。最後擇定與我政經文化背景相仿之韓國為研究對象，並以OECD援外體系準則做為台韓比較標準。
以下謹就畢業論文研究內容及心得簡述如下:

論文題目為: “Analysis of the Foreign Aid Evaluation System of New Emerging Donor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public of Korea and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新興援助國的援外評估體系分析--台灣與韓國的比較研究」。
台灣與韓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均為美國的主要援助對象之一，台韓兩國充分運用外援投入國家發展，創造出驚豔世人的亞洲經濟奇蹟，而並列為亞洲四小龍；晚近，兩位受援國的模範生均積極擺脫受援國形象，以新興援助國的角色，積極參與國際發展合作，伴隨國家經濟實力而日增的援外影響力，逐漸吸引國際關注。
2005年以前，韓國歷年政府發展援助(ODA)的規模與我大致相仿，(總額約4億美元，佔國民生產毛額約0.1%)，但是自2006年起，韓國在ODA金額便逐年巨幅增長，至2012年其ODA已達15.5億美元，佔其GNI 0.14%，反觀我國，因援外預算逐年刪減，2012台灣 ODA下滑至3億美元，僅佔GNI 0.062%。
韓國總統在2006年公開宣布其國家重點目標之一為成為OECD之援外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俗稱援助國俱樂部)成員國，為此，韓國積極進行各項組織變革，除成立中央跨部會之統籌機關，貫徹政府援外政策，並強化各援外機構功能，依據OECD建議及國際援外潮流，建立完整之援外成效評估機制。由於韓國積極配合OECD的指導，且迅速完成援外組織革新及功能強化，使得韓國能在短短三年之內(2009年11月)，順利成為DAC的成員國。
台灣自2009年國際合作發展法頒布施行迄今，已完成援外及評估工作的法源。台灣唯一官方援外專業組織--國合會亦在今(102)年四月成立研究發展考核室，並已著手草擬相關評估作業標準及操作手冊。而執行全國85%以上援外預算的外交部，實際執行評估之準則、執行方法等仍付之闕如。整體而言，台灣的援外評估機制尚未建立，實際受評援助計畫佔我國總體援外比例更是微之甚微。
台灣在援外評估的規畫與執行明顯落後韓國，其可能原因牽涉層面甚廣，自非寥寥數語所能概括詮釋，謹就主要可能因素略述如下:

1. 缺乏國際互動: 援外效益自二次大戰後的馬歇爾計畫之後，就一直為國際開發合作領域的重要討論議題之一，各傳統援助大國在經歷數十年的經驗累積，以及多次重大國際會議檢討反思後，近年來，對執行國際發展援助及成效評估的模式已經逐漸形成共識。而對新興的援助國而言，能否獲取傳統援助國累積的智慧與知識，將直接影響其執行援外組織革新的效能，進而影響其參與國際開發援助議題的主導性。
韓戰之後的南北韓分裂問題並未對南韓的國際法人地位造成重大影響，南韓仍能正常地以主權國家的身分參與各項國際組織及國際活動。自從1996年成為OECD受援國之後，在援外體系及評估機制方面，南韓便享有OECD的直接指導及經驗傳承，省去許多摸索及嘗試錯誤的時間與精力。而南韓也積極全面配合調整組織革新，在2008年主動接受DAC的「特別同儕檢視」(Special Peer Review)，針對DAC成援國提出的建議配合改進之後，隨即於次年底成為DAC的一員。除此之外，韓國廣泛參與各項國際援外評估組織及網絡，充分掌握國際間執行援外評估之潮流與典範，並有機會與傳統援助國共同執行援助成效評估，從中相互學習。
台灣自1971年被迫推出聯合國之後，其國際空間被日益壓縮，縱使台灣長期以其「小而美」的各項援外計畫獲得友邦肯定，但其援助「效益」(effectiveness)及「效率」(efficiency)從未被核實檢驗。而台灣長期自成一格的國際合作執行模式，更加提高我與其他援助國合作的困難度，成為政治因素之外的另一項障礙。
2. 援外目標與援外計畫目標有落差甚至衝突: 南韓的援外目標之一是提升國家國際地位，在重要國際議題取得領導地位(Vom Hau, M., Scott, J., & Hulme, D., 2012 :191)。南韓不似中、俄、印度擁有強大的軍事及經濟實力，可自外於國際潮流，對韓國而言，遵守國際成例、遵循國際主流價值以取得國際認同，是其打入國際領導核心的最佳策略。韓國配合OECD的要求大幅減少援助對象數量，擴大個別援助計畫規模，並且建立透明、獨立、客觀的評估機制，向OECD及其它傳統援助國宣示其加入西方援助陣營的決心。
此外，南韓的另一項重要援外目標在協助韓國海外投資取得商機及促進良好投資環境，因此，援助計畫的成果除嘉惠受援國之外，亦有利於韓國海外投資。
反觀台灣，台灣最重要的外交目標為維繫邦交，而評估邦交的指標通常是友邦在國際場域對我的支持度及雙邊高層互訪的頻率，使得我評估各項援外計畫時忽視計畫的直接效益(如提升貧農家計所得、鄉村學童就學率或醫療資源覆蓋率)，以模糊的「雙邊友好」取代之。如此長期落差，造成執行計畫者未能積極追求計畫直接效益，而政治的雙邊友好關係無法科學檢驗，因此台灣的援外長期缺乏客觀的成效評估。
3. 政治領袖變革的決心: 韓國政府由總統宣誓遵照國際潮流進行韓國的援外革新，隨即成立由總理主持的跨部會援外委員會，並在總理府內設置常設秘書處，援外委員會下另設附屬工作委員會專責評估規畫與執行。該附屬委員會擬定執行評估作業準則，供各部會及所有參與援外部會機關遵循適用，該附屬委員會並逐年審核各援外機關之年度評估規畫，年度結束時則抽樣審查各機關之各項評估報告，以確保評估工作品質。由以上的組織設立及功能可以看出政府高層對援外評估工作的重視與支持，給予充分的資金及人員配置。
2008年馬總統就任以後即積極推動援外工作的正當、合法、有效，外交部也次第通過國際合作發展法，公布援外政策白皮書，但是中央層級並未給予相應所需的資源，組織架構亦無法配合調整。而外交部似已自滿於政策及口號，對建立評估機制及執行實際評估援外計畫之效益仍抱遲疑態度。
4、 建議事項
安特衛普大學的發展政策與管理中心(IOB)的訓練扎實，而且可配合學生背景、專長及關心主題，提供多樣化的課程選擇，無論學生希望從經濟學或是政治學角度分析發展議題，都可得到適切的指導，研究中心也在第一學程就提供學生質化、量化兩大研究路線的介紹及基礎知識，也逐步引導學生思考並發展就主題。對有志深入了解國際開發合作議題，並且掌握實質操作技巧的同仁，IOB是個值得推薦的進修單位。

一年的學習中，瞭解到各傳統援助國已深自檢討援助成效不彰，並且從各個層面檢討。目前普遍為各國採用的方式是由受援國自己建立發展目標並設定援助策略，而援助效益的檢驗指標，也是受援國自己設定，再由援助依照個別國家專長及能力，擇定一至三個領域協助受援國達成目標。歐盟成員國間亦在協商後，以不資源重置的原則，分配各國援助目標，以避免少數國家成為援助寵兒(donor’s darling) 而有些國家則如援助孤兒。

台灣或許在與援助國的合作上有其不能突破的政治侷限，但是，台灣的邦交國多是中低度開發國家，多有與國際間其它援駐國或國際組織合作的經驗。台灣透過我邦交國，學習國際間援助計畫管理及評估的成例，並且適時發掘當地人民真實需求，透過各種實際與人民互動的工作坊(workshop) 或是深入研究計畫，邀請當地人民一起參與援助計畫的設計，這樣不但可以有效確保計畫切和當地需求，因為當地人民關切計劃成效，也會主動監督並且積極投入，大幅提高計畫的成功機率，更可以有效爭取人民對計畫的支持，以及對援助國的認同。或許這樣的推動方式費時耗力，但是或可擇一至二國試行，讓我國的國際援助計畫，不只得到邦交國政府的支持，更能在當地發揮既深且久的正面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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